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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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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县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

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完善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使用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数据，分析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总体变化、区域差

异、时空格局及集聚特征，并在STIRPAT模型和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假说下，运用面板分

位数回归解释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

放呈现先急后缓的增长趋势。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加大，且呈上升趋势，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

排放差距悬殊。② 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均

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地区，空间极化效应明显。③ 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高

—高集聚的区县数量逐渐增多且分布重心向西北移动，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不断减少，主

要集中于中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具有空间锁定效应。④ 人口密度、政府财政支出

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产值规模、碳排放强度则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中

低碳排放水平区县的经济发展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

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因此，政府减排策略的落实应考虑区县碳排放的阶段性差异，

实现落后地区发展和转型“两手抓”的同时发挥重点城市群、都市圈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

此外，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应作为现阶段县域碳减排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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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碳排放增多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推动碳减排政策措施落实

到区县一级，是中国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城镇化的重要举措。碳排放增

多主要源于经济规模扩张[1]，而经济增长导致的大规模城镇化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能源消费

和碳排放的持续增长[2-3]，中国已在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2017年碳排放总量

占全球比重达23.87%，减排压力巨大。尽管中国正稳步推进碳减排工作，但在保持经济

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低碳循环发展，对中国而言依旧是严峻的挑战[4-5]。县域是经济发

展和产业转移的基本空间单元和承载体[6]，对于实现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及转

变具有重要意义[7]，同时也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8]。开展县域碳排放研究，精细

刻画县域尺度下碳排放时空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区域低碳协调发展，提高

节能减排政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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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在不同视角和地理尺度下测算了碳排放的总量[11]、足迹、强度[12]和绩效，
并揭示了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和驱动因素[13]。碳排放测算方面，学界关注的焦点
不仅集中于工业[14]、农业[15]、旅游业[13]、交通[16]等不同行业部门，而且近年来能源消费碳
排放、土地利用碳排放和贸易隐含碳排放[17-18]方面的文章也逐渐增多，极大丰富了碳排放
领域的研究。省域尺度下的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变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
分异和集聚效应，能源消费和交通碳排放的重心均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19-20]。地级市尺度
的研究同样表明碳排放的时空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上海、天津、苏
州、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城市[21]。与此同时，马尔科夫转移矩阵表
明中国城市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间的变动会产生相互影
响[12, 22]。碳排放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复杂多样[23]，学者们在扩展STIRPAT框架[24]和引入环
境库兹尼茨曲线（EKC） [25]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指数分解模型（如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
（LMDI） [26]）、结构分解模型（如投入产出分析法[27]）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28]综合探讨不
同视角下社会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学界主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无论在长期上还是
在短期上都促进碳排放的增加[29]，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是碳排放增多的主要原因[1]，
而技术进步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30]，且相对于发达国家关注碳排放绝对量的减少，中国
现阶段的碳减排应主要在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因此提升能源效率是现阶段保持经济增
长的同时实现碳减排目标的主要途径[31]，城镇化引发的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同样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32]。此外，交通运输[33]、对外开放[22]和资本投入[34]等也被证实是抑制或促进碳
排放的因素。

总体而言，学界针对碳排放已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成果，对本文具
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省域尺度，由于能源利用统计数据的
缺乏，对县域尺度的研究较少，且已有县域碳排放研究仅仅关注特定区域[9, 35]，尚未有研
究从全国视角来探讨县域碳排放。其次，多数现有研究仅简单揭示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因
素间的线性关系，中国区县数量庞大、社会经济背景复杂，延续已有研究的方式难免忽
略发展阶段和区域差异，不利于国家及各级政府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稳步推动城镇化
进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降碳减污方案。

基于此，本文以中国1908个区县的人均碳排放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人均碳排放的整
体变化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自相关、时空跃迁矩阵等方法在县域尺度下更为精细地刻画
碳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完善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在不同尺度下的差异性认识；进一步
基于STIRPAT理论框架和EKC假说，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量化社会经济因素对县域
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以揭示不同碳排放水平下节能减排措施实施效果的差异性，
为推行阶段化的碳减排措施提供理论基础。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IPAT模型及其扩展
IPAT（Impact, Population, Affluence, Technology）模型最初由Ehrlich和Holdren提出，

用于分析人类发展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36]。在实际运用过程中，IPAT模型被学者
们不断地补充扩展，并衍生出 ImPAT模型和STIRPAT模型。STIRPAT模型是 IPAT等式的
随机形式表示，可用于EKC曲线等非线性假说的验证并支持对相关变量进行分解和改
进[37]，其基本表达式为：

I = a × Pb × Ac × T d × 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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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A、T分别表示对环境压力因子 I产生影响的人口、财富和技术因素；a代表模
型系数；b、c、d代表影响因素指数；e为误差项。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对STIRPAT模型进行相应扩展。研究证实人口因素为碳排放的
主要驱动力之一[38-40]，人口通过生产与消费行为对碳排放产生影响[24]且具有双向效应[41]。
相比较人口规模、结构和城市化率等指标，人口密度更反映城镇化进程下人口变动对碳
排放水平的影响[42]，因此本文选取人口密度（PopDen）表征人口因素。国民富裕程度的
提升将使得生产与消费模式产生变动，进而改变碳排放水平 [24]，本文选取人均 GDP
（PGDP）和政府一般公共财政支出（PFE）表征影响环境压力的富裕度水平。此外，人
均GDP的二次项和三次项被纳入模型中用于检验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的关系是否符合
EKC假说。工业化对于减少碳排放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实现碳减
排的关键手段之一[43-44]，本文选取碳排放强度（CI）用于表征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
由于偏重第二产业的经济结构是中国碳排放的助长因素[22]，因此进一步引入第二产业产
值规模（IS）指标用于探讨第二产业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为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
因素的影响，人均GDP、财政支出和第二产业产值规模折算成2000年不变价。主要社会
经济因素如表1所示，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等式为：

ln(PCO2)it =α0 + β1 ln PopDenit + β2 ln PGDPit + β3( )ln PGDPit

2
+

β4( )ln PGDPit

3
+ β5 ln PFEit + β6 ln CIit + β7 ln ISit + εit

（2）

式中： ln(PCO2)it 为环境质量因子的自然对数；β1, β2, …, β7为解释变量弹性系数；εit为模

型的随机误差项。从系数β2、β3和β4符号的正负可以判断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的线性或
非线性关系，具体可归纳为以下5种：① 当β2 ≠ 0、β3 = 0、β4 = 0时，经济发展与人均碳
排放之间呈现简单线性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人均碳排放水平越来越高；② 当β2 < 0、
β3 > 0、β4 = 0时，呈现“U”型曲线关系，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均碳排放水平呈现先下降
经过拐点后上升的趋势；③ 当β2 > 0、β3 < 0、β4 = 0时，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
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均碳排放先升后降；④ 当β2 > 0、β3 < 0、β4 > 0时，呈现“N”型曲
线关系，随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均碳排放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⑤ 而当β2 < 0、
β3 > 0、β4 < 0时，两者关系为倒“N”型，即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不同于“U”型
曲线关系，“N”型曲线关系表明碳排放变化随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两个拐点。
2.2 面板分位数回归

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旨在量化主要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和排放水平区县的人均
碳排放影响程度。一般面板回归遵循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原理，其本质是条件
均值回归[30]。当回归的随机误差项符合正态分布、零均值和齐次方差的古典计量经济学
假设时，OLS才满足方差最小的无偏估计条件。当变量存在时空异质性时，数据容易在
分布上呈现高峰值、异方差和首尾两端数据偏离大的非正态分布，这种情况在OLS估计
过程中容易被忽视从而形成有偏估计[45]。当数据分布为非正态分布或不同分位上回归系
数波动较大时，采用分位数回归能够捕捉到被解释变量 y在不同分位点水平上受影响的
程度，使估计结果更稳健。

本文使用含固定效应的面板分位数回归，回归结果不易受异常值的影响且能够更全
面地涵盖个体异质性，具体表达式如下：

QuantYi
( )θk|Xit = β( )θk

'
Xit + αi (i = 1, 2, ···N ; t = 1, 2, ···T) （3）

式中：Yi为人均碳排放； QuantYit
( )θ|Xi 表示第θ分位数上的人均碳排放；Xit为区县 i在 t年

的外生变量向量；θk表示为第 k分位数水平；β(θk)代表估计系数向量；i为研究的区县；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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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年份；αi为未观测到的个体效应。基于STIRPAT框架和EKC理论假说，本文在特
定的分位数水平上衡量社会经济因素对县域碳排放的影响，所使用的回归公式为：

Q(PCO2)i, t
( )θ|Xit = αi + β1, θ ln PopDenit + β2, θ ln PGDPit + β3, θ ln PGDPit

2 +

β4, θ ln PGDPit
3 + β5,θ ln PFEit + β6,θ ln CIit + β7,θ ln ISit + εt

（4）

Koenker[46]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带有调整参数λ的惩罚项∑
i = 1

N

||αi ，从而提高系数β的估计

可信度和消除个体效应，使得残差绝对值的加权平均作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12]以解决存
在大量参数时的计算问题。因此面板分位数模型中的回归参数在相应的分位点的估计为：

θk = arg min
β

∑
k = 1

K ∑
t = 1

T ∑
i = 1

N

wk Pθk
{Y(PCO2)i, t

- β1,θ ln PopDeni, t - β2,θ ln PGDPi, t - β3,θ ln PGDPi, t
2 -

β4,θ ln PGDPi, t
3 - β5,θ ln PFEi, t - β6,θ ln CIi, t - β7,θ ln ISi, t - }αi + λ∑

i = 1

N

||αi

（5）
式中：K为分位数指数；T为变量的观测数量；N为样本区县；X为解释变量矩阵；wk是
第 k分位数上的权重； Pθk

代表分位数损失函数。通过设置不同的θ值可以获得相应分位

点上的回归情况，回归中参数的标准差采用Buchinsky[47]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获取。
2.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获取的可行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中国1908个区县作为研究对象，涵盖30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暂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省、香港和
澳门特别行政区）。县域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https://www.
ceads.net/data/county/），该数据由国家物理地球数据中心（NGDC）提供的DMSP/OLS和
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反演得出，数据具有统计口径一致、连续性强等优势。社会经
济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2000—2017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区县的《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了插值法补齐。为减少异方差，消除变量
量纲影响，文中所有变量进行取自然对数标准化处理，表1为各变量的基本统计情况及
来源。

表1 研究数据概况及来源(2000—2017年)
Tab. 1 Research data explaination and sources (2000-2017)

变量维度

环境压力(I)

城镇化水平(P)

经济发展(A)

财政投入(A)

产业结构(T)

技术进步(T)

变量对数

lnPCO2

lnCI

lnPopDen

lnPGDP

lnIS

lnPFE

变量名称

人均碳排放量

人口密度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第二产业产值规模

碳排放强度

最小值

-15.7614

-15.0003

-2.2965

6.4935

4.6052

6.1070

缩写

PCO2

PopDen

PGDP

PFE

IS

CI

最大值

5.2985

11.4358

9.0840

13.0268

16.0759

15.9838

单位

t/人

人/km2

元

万元

万元

-
均值

1.2207

1.0121

5.1626

9.0633

11.6039

10.4047

区县数量(个)

1908

1908

1908

1908

1908

1908

标准差

1.1359

0.9231

1.3639

0.7902

1.5056

0.9487

来源

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人口规模/城市行政面积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碳排放量/地区生产总值

样本量

34344

34344

34344

34344

34344

34344

注：lnPCO2表示变量PCO2取自然对数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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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与集聚特征

3.1 县域碳排放的时间序列变化分析
2000—2017年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整体上呈现出以 2011年为分界点的“先急后缓”

的持续增长状态（图1）。2000—2017年中国平均县域人均碳排放从2.41 t/人增长至8.47
t/人，总体增长率达 251.45%，年均增长 14.79%。尤其是 2001—2011 年增长速度较快，
年均增长率达21.66%。而“十二五”规划的节能减排具体目标为淘汰落后产能以及促进
污染企业升级改造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约束，使得2011年后县域人均碳排放增速明显放
缓，且在2015年出现明显的回落，2011—
2017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0%。

根据四大经济区域的地理划分，核
算各区县所在地区碳排放的占比以揭示
区域差异（暂未包括西藏自治区、台湾
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图 1）。
2000—2017年东部地区碳排放占全国总
量的比例维持在 40%左右波动，是中国
主要的碳排放来源地。相对而言，中部
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
比例在研究期间略微降低；东北地区碳
排放总量占全国总量比例在 2000 年为
12%，2017年降至8%，且下降趋势较为
平缓，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的衰退、生
态环境修复的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 [48]；
自 2006年起，中部地区排放总量占全国
总量比例一直维持在 18%。伴随着西部
大开发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西部地区近年来发展机会与经济投资增
多 [49]，碳排放总量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在
研究期间上升8%。总体来看，中西部地
区对中国碳排放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
而东北和东部地区呈现下降趋势。

本文采用基尼系数①测算各经济区域

的县域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情况（图2）。
2000—2017年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差
异较大，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基尼系数由
2000年的 0.47增长至 2017年的 0.51，差
距稳定扩大。东部和东北地区县域人均
碳排放基尼系数在研究期间均未超过0.4
的警戒值，碳排放差异相对合理。东部

① 基尼系数计算公式为：GINIPCO2
= 1 -∑

i = 1

n

(popi - popi - 1)(emii - emii - 1) 。式中：GINIPCO2
表示人均碳排放的基尼系数；

popi 表示区域历史累计人口占比；emii 表示区域的历史累计排放占比。计算过程参考He等[2]的研究。

图1 2000—2017年中国人均碳排放及区域

碳排放总量变化趋势
Fig. 1 The tendency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and the total CO2

emissions in the fou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 2000-2017

图2 2000—2017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人均碳排放

基尼系数变化
Fig. 2 The change in Gini coefficients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in the four economic regions of China, 20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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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排放差距略有上升，东北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基尼系数波动明显，基尼系数先
逐年下降，在2011年迅速提升后再次逐渐下降。中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基尼系数具有
明显的下降趋势，分异水平稍有减轻，2008年后基尼系数低于全国水平但仍高于 0.4的

警戒值②。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基尼系数的变动与全国整体水平一致，且远高于其他

地区和全国水平，2007年后西部地区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基尼系数突破 0.6并随后持续上
涨，县域人均碳排放水平差异悬殊。
3.2 县域碳排放的空间分布与集聚特征分析

2000—2017年中国各区县的人均碳排放量均有提升，空间分布逐渐趋于稳定，并具
有显著的南北分异和空间集聚特征（图3）。区别于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碳排放总量大致为
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50-51]，本文发现县域人均碳排放总体
上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均碳排放水平高的区县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
青海、陕西、东北三省等地区。其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煤炭和石化能源丰富，属于传
统能源开采和消耗多的省份，城市发展高度依赖碳密集型产业，且相对于东南地区的人
口密集县域，上述地区的人口外流情况严重，加上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相对粗放，
使得人均排放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相比现有研究认为碳排放高的城市主要集中于

② 按经济学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对基尼系数的解释，0.4为收入分配公平与不公平的警戒线[4]，人均碳排放的基

尼系数大于0.4意味着区域碳排放差距较大。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20)3184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00—2017年中国县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
Fig. 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O2 emissions in China's counties, 200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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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群[22]，在县域尺度下的人均碳排放时空分布表明，除京津
冀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之外，大部
分区域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的区县主要以省会城市及其相邻的区县为主。伴随着经济发
展和人口集聚，能源需求也不断提升，经济发达区县的人均碳排放水平也逐步上涨，碳
排放的“核心—边缘”结构愈发突显。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低碳发展对于中国整体碳
减排目标的实现和带动周边地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和LISA分布检验县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并刻画其
空间集聚特征（图4）。2000—2017年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
相关性不断增强并趋于稳定，空间集聚的模式较为固定。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的
Moran's I指数均大于零且在9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均碳排放水平相似的区县
倾向于集中分布（图4）。同时，2000—2017年Moran's I指数逐渐递增，且指数递增速度
前期高于后期 （Moran's I 指数从 2000 年的 0.214 上涨至 2010 年的 0.318，2017 年为
0.324），即县域人均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并在后期逐渐趋于稳定状态。

进一步采用LISA图分析县域人均碳排放在局部空间上的集聚和分散情况（图4），发
现县域人均碳排放空间聚类分布与地级市人均碳排放[52]及省域人均碳排放[28]的空间聚类
分布类似度高。总体上看，县域人均碳排放的空间集聚模式较为固定，高—高集聚
（HH）和低—低集聚（LL）是主要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且高—高集聚的区县数量明
显增加，而低—低集聚的区县数量则逐渐减少。一方面，高—高集聚（HH）的区县的分
布重心在研究期间逐渐向西北转移，原有的环渤海高—高集聚（HH）区消失，高—高集
聚（HH）的区县在后期主要分布在宁夏、山西、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省份；另一方
面，低—低集聚（LL）区则在研究期间逐步趋于集中，低—低集聚（LL）的区县在研究
后期主要集中于四川、重庆、湖南和江西等地。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京津冀地区

“退二进三”的工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展开，碳排放水平正逐步得到有效地
控制；而中南地区相对清洁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碳密集程度较低的制造工业是该地区人均
碳排放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以高消耗、
高排放产业为主，且西部地区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因此使得高—高集聚（HH）
的区县的分布重心向西北转移的同时低—低集聚（LL）的区县数量也在减少。此外，西
北地区能源消费水平随着城市发展得到较大提高，但能源利用和降碳技术的改进相对发
达地区的区县具有滞后性，在一定时期内的碳排放水平突破路径依赖的瓶颈具有难度。

为揭示县域人均碳排放集聚类型的转移情况，采用LISA时空跃迁矩阵追踪县域人均
碳排放空间关联类型的相互转移过程。时空跃迁的类型分为4类，类型Ⅰ为仅县域城市本
身发生跃迁；类型Ⅱ为县域城市本身未跃迁，邻域县市发生跃迁；类型Ⅲ是县域城市和
邻域县市均发生跃迁；类型Ⅳ是县域城市本身和邻域县市均未发生跃迁。空间的凝聚程
度越高，则发生跃迁的概率越小，人均碳排放的路径依赖效应也就越显著。从表 2 判
断，2000—2017年以Ⅳ类型跃迁为主，不同类型间的时空跃迁发生次数很少。2000—
2005年空间凝聚度达99.005%，2005—2017年人均碳排放的时空结构存在很强的空间锁
定效应和“俱乐部趋同”现象，并且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

4 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4.1 模型检验
在回归分析前对变量的相关性、多重共线性、正态分布及序列单位根情况进行检

3109



地 理 学 报 76卷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GS(2020)3184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4 2000—2017年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LISA和莫兰散点图
Fig. 4 The LISA distribution and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in China's counties, 2000-2017

验，以确保模型的稳健性和回归结果的可信度。变量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最大
值为4.50，均值为2.41，低于10这一警戒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数据正态
检验方面，所有变量的偏度值在偏离程度和方向上均符合正态分布假设。在分位数Q-Q
图中，部分变量与Y = X的正态分布线拟合程度较差，分位数回归相比OLS回归更具适
用性，变量一阶差分后呈现平稳状态且不存在单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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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口，财富和技术因素对人均碳排放的效应分析
参考Lin等[53]的研究，本文设置 10th、25th、50th、75th和 90th 5个分位数指数来评估影

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人均碳排放的不同条件分布。表3为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面板分
位数回归结果，图5为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分布。

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人口集聚对于人均碳排
放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中低分位区县，人口密度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在高分位区县更为
显著。城镇化带动了人口和其他资源的集聚，人口的集聚使能源利用和交通方式产生改
变[54]，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边际减排成本[55]，因此，当经济正外部性溢出明显时，人口
密度的提升有利于能源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集约利用[32]，进而降低县域人均碳排放水平。
碳排放强度与第二产业产值规模对县域人均碳排放在不同分位数上均存在1%显著水平的

表2 2000—2017年中国县域尺度人均碳排放的时空跃迁矩阵
Tab. 2 Space-time transition matrices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in China at county level, 2000-2017

年份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7

空间关联模式

HHt

HLt

LLt

LHt

HHt

HLt

LLt

LHt

HHt

HLt

LLt

LHt

HHt+1

Ⅳ(147)

Ⅱ(2)

Ⅲ(0)

Ⅰ(0)

Ⅳ(136)

Ⅱ(0)

Ⅲ(0)

Ⅰ(0)

Ⅳ(110)

Ⅱ(0)

Ⅲ(0)

Ⅰ(0)

HLt+1

Ⅱ(0)

Ⅳ(7)

Ⅰ(1)

Ⅲ(0)

Ⅱ(0)

Ⅳ(10)

Ⅰ(0)

Ⅲ(0)

Ⅱ(0)

Ⅳ(5)

Ⅰ(0)

Ⅲ(0)

LLt+1

Ⅲ(0)

Ⅰ(1)

Ⅳ(227)

Ⅱ(0)

Ⅲ(0)

Ⅰ(0)

Ⅳ(207)

Ⅱ(0)

Ⅲ(0)

Ⅰ(0)

Ⅳ(163)

Ⅱ(0)

LHt+1

Ⅰ(0)

Ⅲ(0)

Ⅱ(0)

Ⅳ(17)

Ⅰ(0)

Ⅲ(0)

Ⅱ(0)

Ⅳ(13)

Ⅰ(0)

Ⅲ(0)

Ⅱ(0)

Ⅳ(5)

表3 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面板分位数模型回归估计结果
Tab. 3 The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影响因素

lnPopDen

lnCI

lnIS

lnPFE

lnPGDP

lnPGDP2

lnPGDP3

分位数

10th

-0.18218***

(-28.555)

0.90664***

(158.487)

0.26706***

(25.618)

0.05451***

(-10.758)

-5.78257***

(12.350)

0.74913***

(-12.793)

-0.02913***

(6.010)

25th

-0.15187***

(-21.685)

0.90433***

(171.892)

0.16169***

(19.225)

0.08925***

(26.564)

-4.82953***

(-3.245)

0.65329***

(3.775)

-0.02523***

(-3.775)

50th

-0.17282***

(-27.010)

0.89386***

(205.112)

0.14599***

(18.188)

0.15641***

(24.127)

-2.84177 ***

(-4.162)

0.43963 ***

(5.697)

-0.01738 ***

(-5.991)

75th

-0.24991***

(-54.692 )

0.85964***

(153.908)

0.21041***

(30.355)

0.18372***

(29.201)

0.65888
(0.555)

0.06170
(0.456)

-0.00433
(-0.847)

90th

-0.29087***

(-39.553)

0.83368***

(113.389)

0.25208***

(34.522)

0.15736***

(13.609)

2.23077
(1.620)

-0.12378
(-0.788)

0.00265
(0.447)

固定效应

-0.20069***

(-76.88)

0.95526***

(342.30)

0.30189***

(78.71)

-0.05577***

(-9.77)

1.48360***

(3.06)

-0.10288
(-1.95)

0.00335
(1.76)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检验值；***，**和*分别代表模型结果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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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效应，表明第二产业产值和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会促进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增多。第二产
业产值规模反映了地区工业产业的发达程度，碳排放强度反映了能源利用效率。一方

面，碳排放强度回归系数随分位提高而变小，碳排放强度的正效应逐渐减弱，表明在区

县碳排放水平由低变高过程中通过改进生产技术能有效抑制碳排放量增速。工业化在带

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碳排放，工业部门对高分位和低分位区县的碳排放具有更明

显的驱动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是处于高分位和低分位区县实现碳减排和发展转型的关键[44]。

另一方面，碳排放强度对于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在各个分位上均远高于其他社会经济

因素，即相对于单一地调整产业结构，现阶段中国大部分区县应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才能够在维持自身发展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降低高耗

高排产业比重、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等手段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发展。

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对于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模型回归系数表明，财

政投入对中高分位区县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尤其关键。财政对公共环境卫生事业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支出，如公共交通设施、水电设施和重大生态环境项目投资等方面具有正外部

经济效应时，有利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优化。人均GDP与县域人均碳排放水平呈非线性

关系。在10th、25th和50th分位上人均GDP与人均GDP的二次方、三次方弹性系数分别为

负、正、负，且在1%的可信度水平上显著，表明中低分位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碳

排放之间存在典型的倒“N”型曲线关系，文章结果与邵帅等[5]的发现一致。在地区发展

的早期阶段，产业集聚具有正外部性，经济活动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能够有效抑制

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增加。当经济发展越过第一个拐点时，产业规模的扩大和能源消费的

增长明显刺激了碳排放水平的上升，尤其是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并

且，此阶段的环境规制尚未完善，企业用能和污染排放较为随意，将进一步加重资源紧

缺和环境压力。当经济发展水平到达第二个拐点后，由于原有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衰

竭，在新兴产业和节能环保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再次现显，加之

更加严苛和完善的环境政策，从而倒逼经济发展转型和企业生产技术更新，因此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在此阶段对人均碳排放又呈现抑制效应。

图5 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回归弹性系数分布
Fig. 5 Quantile regression flexibility coefficients distribu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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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分位数回归系数分布图（图 5）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县域人均碳排

放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差异：人口密度和政府财政投入对中高分位区县的人均碳排放的抑
制效应大于低分位区县；碳排放强度和第二产业产值规模对低分位区县的碳排放增加有

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较面板分位数回归的结果，OLS固定效应回归所估计的人口密

度、碳排放强度和第二产业产值规模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正负效应相同，政府财政投入

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作用相反，且经济发展水平与县域人均碳排放间呈不显著的“N”

型曲线关系，这与分位数回归模型结果有所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县域人均碳排放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变化趋势和区域

差异，其次探讨县域人均碳排放的时空分布格局和空间集聚特征，最后基于STIRPAT模

型和EKC假说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讨论了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2000—2017年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整体上呈现“先急后缓”的持续增长状态，

2011年为分界点；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碳排放量占比所有减少，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占比

稳步提升，东部地区碳排放量占比维持在40%左右；全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基尼系数高于

0.4的警戒值，且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县域人均碳排放基尼系数较低，内

部差异小，中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基尼系数逐步下降但内部差距仍较大，西部地区县域人

均碳排放差距悬殊，且上升趋势明显。

（2）中国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明显的南北分异，整体上北部区县的人均碳排放高于

南部地区，且县域人均碳排放的空间极化趋势显著，东部沿海各大城市群和省会城市等

经济发达区县的人均碳排放远高于其他区县；县域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性，高—高集聚（HH）地区数量逐渐增多且重心向西北移动，低—低集聚（LL）地区

数量有所减少，主要分布于中南地区；此外，LISA时空跃迁矩阵表明人均碳排放存在

“俱乐部趋同”效应。相比已有研究认为高碳排放地区主要集中于中国北部地区和东部沿

海城市群，本文通过县域人均碳排放研究完善了碳排放时空分布格局在不同尺度下的差

异性认识，发现东部沿海各大城市群和省会城市等经济发达区域的人均碳排放更高，这

些区域对中国现阶段和未来碳减排的作用不容忽视。

（3）人口集聚、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有助于抑制县域人均碳排放，而碳排放强度和第

二产业产值规模同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碳排放强度对县域人均碳排放的影

响远高于第二产业产值规模，因此相比单一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生产技术改进降

低碳排放强度对于碳减排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中低分位区县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

在倒“N”型曲线关系，长远来看，通过政策调控和市场手段相互配合，加快经济发展

经过第二次拐点有利于提前实现社会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人口集聚和财政投入对中

高分位区县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相对低分位区县更明显，碳排放强度和第二产业产值规模

对低分位区县的影响大于中高分位区县。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考虑县域发展的阶

段性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是实现整体碳减排的关键。一方面，科学合理的促

进人口向城镇集聚以及增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对于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的区县实现绿色

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应通过技术创新降低高耗高排产业比重、优

化能源消费结构等手段实现低人均碳排放区县的可持续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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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讨论

本文所使用的CEAD夜间灯光反演碳排放数据为区县级尺度研究提供了更精准的数

据基础，通过采用粒子群优化—反向传播（PSO—BP）算法实现了DMSP/OLS和NPP/

VIIRS两套卫星影像数据的衔接[56]，将能源相关碳排放的测算推进至2017年，提高了数

据的时效性。该数据填补了统计数据在微观尺度的能源数据的空白，被国内外学者广泛

应用于城市扩张、人口和交通等社会经济因素评估、污染物和碳排放量的测算等研究

中[50-51]。但由于缺乏真实县域碳排放数据，故该数据也缺乏稳健性验证。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机遇期，推动能源消费结构性改善和

减污降碳政策落实到区县，是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县域城市因社会

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碳排放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社会经济活动向大都市圈、

城市群的集聚趋势愈发明显，经济发达区县的碳排放量也将持续大幅度增加，因此需要

重视这些地区在碳减排中的先导作用。首先，通过区县合作和地方政策解锁“俱乐部趋

同”效应，促进东部发达区县对西北后发区县的技术和资金溢出和带动，实现区域间社

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经济发展与县域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倒“N”型关

系启示，应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优势，加快越过第二次拐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

与碳排放的解耦。再次，碳排放强度的提高促进碳排放量增加，在生产活动中需加快传

统能源利用技术的转换升级，降低单位产值的能耗和排放水平。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构

成中的比重，通过引导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来优化能源生产结构达到碳减排目的。此

外，人口政策的制定需考虑地区差异，引导人均碳排放水平高的区县人口适当向城镇集

聚，提高城市建设的紧凑度，实现公共资源和设施的集约利用。最后，财政支持需从中

央落实到区县政府乃至乡镇政府，推动城镇基础设施服务的绿色化和鼓励企业改进生产

技术，实现高碳排放区县社会经济发展的低碳转型。中国的大部分县域处于碳排放的中

分位区，是采取碳减排行动最有效的时期，由于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

构，发挥市场规模优势，降低碳减排技术推广成本，通过技术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当

前中国碳减排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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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2 emiss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of China

WANG Shaojian, XIE Zihan, WANG Zehong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County is the pivotal platform and region unit to realize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study of county- level CO2 emiss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China's

urbanization strategy,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low- carbo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s county- level CO2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17,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verall tendency,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Meanwhile, under the STIRPAT

model and EKC hypothesis,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s to explain the

dynamic impact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The main

conclusions show that: (1) China's county- level CO2 emissions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of

rapid growth followed by slow growth. The regional disparity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is

distinct and shows a more uneven trend. (2) On the whole, China's county-level CO2 emissions

present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 and low in the south". The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level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rea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 thus

brings about an obvious spatial polarization effect.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within counties. The number of counties with High-

High concentration gradually increases and the distribution center gradually moves to

Northwest China, while the number of Low- Low concentration counties decreases

continuously and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regions. The

agglomeration type of county-level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presents a spatial locking effect.

(4) Population density and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ve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county- level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while the scale of secondary industry output value an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ve significant promotive influence. And there is an inverted "N-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in the counties with

low- and middle- level emissions. The adjustment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e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achieving China's total CO2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Therefore, the

policy makers of emission reduction strategy should consider the regional disparity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backward counties. And the key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simultaneously. In addition, improving

energy use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hould be the key way to the reduc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counties at the present stage.

Keywords: per capita CO2 emissions at county level; spatiotemporal pattern; regional

disparity; influencing factor;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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